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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消费预算信息公开、
治理绩效与协同治理机制建构
———基于公务人员感知测量的经验研究
李 学
摘 要 非理性公务消费支出，给纳税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挤压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的资金空间，成为建设廉洁政府的顽疾，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为规范公务消费支出行
为，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其中包括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政策。然而，该项政策的效果如
何，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研究的问题。由于政府公开相关数据的置信度较低，本项研究以问
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以多元回归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检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政策的实际成
效。研究发现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并未取得明显地成效，相关法律的制裁压力和“八项规定”
的强力约束，才是公务消费支出控制政策取得成效的基本原因。在未来的制度建设中，必须
在细化公开规则的基础上，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增设惩戒条款，并充分发挥审计机构、人大和
政协等专门监督机构的积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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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公务消费支出是一个国家行政成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合理的公务消费支出，对于维持行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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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发挥着无可取代的功能。然而，由于公务消费支出项目复杂，且动态多变，致使其间的腐败
行为，屡见不鲜。因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府，无不建章立制，强化对公务消费的监督和管理。囿
于管理体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公职人员利用公务消费支出的“灰色”空间，弥补正式收入相对微薄
的制度激励，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亦是公务消费支出增长过快、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的原因。过高
的非理性公务消费支出，在挤压政府提供真实公共服务的资金空间的同时，其间的腐败行为，亦严重
影响了政府和执政党的合法性。为此，国家相机出台了诸多措施，遏制公务消费支出的非理性增长
和腐败行为的产生。然而，由于政府自利动机的存在和政策设计的疏漏，此类举措并未取得应有的
成效。如何走出既有监管政策的误区，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在世界范围内，建设透明政府的发展趋势，为改革国内公务消费支出
管理制度，提供了新的革新思路和政策工具，稀释和软化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暗箱行政传
统。高层国家治理者在多个领域，推行权力运作的公开化和规范化建设，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之后，执政者又先后采取了，包括修订《预算
法》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提升公务消费支出的透明度。明确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开公务消费
的预算和决算的相关信息，以监督和约束政府机构的公务消费支出行为。提升财政透明度、公开包
括公务消费支出在内的财政信息，业已成为国家规范公务消费支出的重要政策工具;公务消费信息
公开，亦成为国内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由于公开数据质量欠佳，对于该项政策，社会公
众在赞许之余，质疑和批判的声音，亦不绝于耳。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是否起到了预期的社会功能?
如何提升公务消费预算信息公开的治理绩效，仍然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属于预算透明度或财政透明度的范畴。毋庸讳言，财政信息透明，对实现政
府责任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有效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责任机制弱化问题。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财政支出透明度的提升，强化公众对政府支出行为的监督，从而达到有效规范
公务消费支出行为的目的。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提升财政透明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重
视，2008 年肇始于美欧的经济危机，再度凸显了信息公开，建设透明国家的重要性，国际组织纷纷将
其作为实现“善治“的标准，予以推广和普及。Hood 认为“在政府民主化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改革
进程中，透明度成为核心问题的根源，在于信息开放和减少秘密被视为预防腐败和实现公共责任的
前提条件”①然而，透明度一个具有多重维度的概念，“这一术语常被过度使用———有时或许被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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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①在看似单一的概念之下，其实涵盖着各种可能的信息公开水平。伴随着透明度实践影响的扩
展，学术研究者早已不再简单地驻足于在理念和价值的推广，开始从实证的角度，探讨财政透明度的
实际功效。根据研究功能价值指向的分野，既有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别。
( 一) 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优化
由于财政透明度涉及到财政资金的使用，所以其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是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之
一。Goldfrank 与 Schneider、Boulding 与 Wampler、Touchton 与 Wampler、Gonalves 的研究，认为财政透
明度可以外显政治家的支出偏好，强化责任机制;削减政治家和官僚组织人员，在财政资金使用过程
中的灰色空间，提升公共资金和公共政策目标设立和资金投向的合理性，从而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率。然而，此类研究多以巴西、智利、秘鲁等南美国家的实践为基础。这些国家的预算制度，多属
公众参与型，即公民可以参与到预算和财政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而不是简单的、由官员在事后公布相
关的财政信息。因而，此类国家的财政透明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加之采取参与式预算制度
的国家，并不十分普遍。因而，其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受到很大的限制。财政透明度能否影响其他
预算制度类型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尚未得到经验检验。
而且，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参与式预算在其中影响因子的大小，亦备受质
疑。Brutigam 明确指出参与式预算的影响，存在被歪曲或夸大的嫌疑，它可能是此类国家获得统治
权的左翼政党，利用政治权利，实施自身政策偏好的结果。财政资金支出结构的改善，在很大程度
上，源于独立而有效地审计机构和舆论自由制度的功效。这一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功能的发挥，或
许取决于其他制度机制功能的发挥。
( 二) 财政透明度与腐败控制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提升财政透明度，可以强化政治责任机制，从而有利于控制腐败现象的
发生，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均支持这一理论判断。Bastida 与 Benito、Ｒeinikka and Svensson、Alt 等人的
研究，以经验数据有力地证实了，财政透明度在降低财政欺诈行为，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钢化财政
纪律约束方面的功能。然而，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理论研究，在其结束语中的研究建议中，均提
出应理性地对待财政透明度的腐败控制功能，注重财政透明度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影响，即财政透
明度功能的发挥，可能取决于问责机制等其他治理工具功能的发挥。强调有必要引入更为高级的数
理分析方法，科学甄别财政透明度的影响，不能将控制腐败的效应，完全归功于财政透明度的影响。
( 三) 财政透明度与政治治理
财政透明度不仅具有优化支出结构、控制腐败行为的直接效应，还具有优化政治治理效果的功
能。Goldfrank 与 Schneider、ernardino Benito 与 Francisco Bastida、Alt 与 Lowry 、Touchton 与 Wampler
等人的研究，从正面肯定了财政透明度的政治治理功能。此类研究认为由于财政透明度强化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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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证了公民的知情权，从而增强公众的政治信心，提升政治参与度，改善了治理质量。但是，由
于公众的政治信心、政治参与度等社会属性，亦可能是其他治理机制的产物;因而，引发了质疑财政
透明度治理效应的研究。他们以坚实的数据和科学的方法，力图证实财政透明度的治理效应，依赖
于其他治理机制。
Islam 在研究财政透明度与政府治理质量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二者之间存在着自相关的嫌疑。
明确提出不能简单地将政府治理的质量，归功于财政透明度;财政透明度可能是政府治理质量提升
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循此研究思路，Olken、Ferraz 与 Finan 的研究认为，财政透明度本身并不能提
升治理效果，它依赖于审计机制功能的发挥。Lindstedt 与 Naurin 以经验数据说明，财政透明度的治
理功效，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媒体的自由程度，以及选举机制的功效。Ｒeinikka 与 Svensson 则试
图说明，许多社会治理功效的实现，可能是治理者在提升财政透明度的同时，引入新的政策工具和外
在政治环境变化，共同发挥推动作用的结果。
( 四) 综合评价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不难发现财政透明度，作为广为推崇的“善治”工具，其影响力在全球拓展的
同时;如何合理地看待其功能和价值，正日益引起广泛的讨论。尽管众多研究，仍然对其在改善财政
资源使用效益，预防和控制腐败，以及提升治理质量方面，持肯定态度。然而，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
始采取规范的方法，引入其他制度因素和工具变量，力图更加合理地测量其真实影响。毫无疑问，这
些研究成果，深化了对财政透明度治理功能机制的理解，转变了无视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复杂互
动关系的简单判断。
既有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如何测定透明度方面，尚未达成应
有的共识;透明度的测量与使用，存在多个指标体系，致使研究结论之间，缺乏必要的对话基础。其
次，研究对象不一致，尽管上述研究的指向，均为财政透明度的效用;但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和地
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常常是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探讨看似相同的问题，研究结论，无法进行客观的
比较;最后，尽管已有文献注意到审计、媒体和选举机制，对财政透明度效应的影响;但是，既有所引
入的工具变量仍显简单，忽视了政治组织内部管理规则和媒体等社会监督机制的影响。为解决上述
研究缺陷，本文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实际检测财政信息公开，对公务人员的实际压力;以主观
感知度，替代既有看似客观，实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测量方式;并引入包括内部管理规则、媒体监
督、内部监督等更为全面的控制变量，以消除制度自相关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三、模型与数据
( 一) 回归模型
为科学检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政策，对公务消费行为的控制功能。在汲取既有理论研究有益经
验的基础上，本项研究假设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和其他制度变量，均对公务消费支出行为产生控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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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衡量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政策效应，必须虑及其他制度变量的约束作用。此外，由于本项研究
是基于主观感知数据的测量;因而，调查对象自身的属性，亦会影响其对政策效果的判断。所以，调
查对象的属性，亦被纳入回归方程之中。回归模型的结构如下:
ZX = α + β1* PET + β2* LP + β i* PCi + β j* ＲLj + β k
* PSk + βh* ICh + ε
其中 ZX 代表政策效果，PET 代表公务消费支出的透明度，LP 代表法律监督，PCi 代表政治监督，
ＲLj 代表规制监督，PSk 代表舆论监督，ICh 代表个体属性，ε为误差项，β为系数。由于公务消费支出
和法律监督，只有一个测量变量，因而其系数是单一数值。规制监督、舆论监督和个体属性，则采用
多个测量变量，因而其系数为多复值;其中 i 的取值范围为 1—2;其中 j 的取值范围为 1—5;其中 k
的取值范围为 1—3;其中 h 的取值范围为 1—3。
( 二) 变量说明
非理性的公务消费支出，一直是国家治理者，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为此，国家出台了包括预算信
息公开在内的各项专门规则，寄希望将其约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规范其支出行为。诚如上文所
言，作为提升财政透明度重要举措的财政信息公开举措，深深嵌入在国家的其他治理机制之中。因
而，科学评估公务消费预算信息公开的效应，必须根据国家治理监督体系的自身特征，将同样对公务
支出行为产生约束作用的其他监督力量的影响，纳入到分析之中。本项研究认为政治控制机制、行
政监督体系、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同样制约了公务支出行为。本文对这些控制机制的监管效果，采
取主观测定的途径。由于公务人员身处体制的各类监管体系之中，因而对各类监管力量的实际影响
力，有着直观的感受;因而，相对于所谓的客观数据，这一测量方法，更能反映各类制度的实际约束
力。本文采取 5 级里克特量表的形式，并赋予特定的数值，以测定公务人员对各类监管力量的认同
程度，以确认相关规则的实际影响力。①
1． 治理效果
治理效果(ZX)是本项研究唯一的因变量。公务消费预算信息公开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公
务消费支出的恶性增长，规范日常支出行为。客观而言，测量治理效果，需要获得政府部门削减公务
支出的资金数据;然而，基于目前官方数据缺乏必要的独立审核，数据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李占乐
的研究指出，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存在:“———口径偏窄，涵盖机构范围不一概念含混不清，界限模
糊，缺乏审查核实”等问题。② 另有研究“以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中的政治空间为分析框架，从政策
过程的视角，借助规则软约束的概念，剖析了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不高的政策性因素和体制
性因”。③ 显然，在制约数据质量的政策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尚未消除的情况下，采用官方数据，客
观衡量治理效果，实难获取社会之真实图景。因而，本项研究采用主管感知的测量方法，相对衡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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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消费支出控制的政策成效。
2． 公务支出透明度
由于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是政府作为提升财政透明度的重要举措。关于财政透明度的内涵，以
Kopits and Craig 的界定，影响最为深远。财政透明度“是指普通公众可以获取政府结构和功能、财政
政策意图、公共部门账户和项目信息。此类信息容易获取、可信度高、综合全面、及时、易懂，并且，利
于对政府行为进行国际比较，选举者和金融市场能够准确地评估政府的财政状况、政府行为的真实
成本和收益，及其他们对经济和社会当下和未来的影响。”①虽然，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性，已被广为接
受。然而，对于如何测量财政透明度，并未达成广泛地共识，英国学者 Heazd 指出“尽管透明度具有
清晰、公正、易懂、明晰、明确、准确和精准的初始内涵。然而，(财政) 透明度迅速衍生出与其初始内
涵相差甚异的涵义，使其涵义渐趋含混、晦涩、模糊、暧昧、空洞和混沌。”②当下影响最大的两大测量
指标: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的(ＲOSCS)和世界预算透明组织的( IBP)之间，亦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引发
了测量财政透明度的许多问题。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尽管国家治理者业已将财政信息公开，作为重要的治理工具予以使用，新修
订的《预算法》，特意规定了预算透明的基本原则，并在实施条款中，予以明确。然而，本项研究认为:
基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以及现行政治体制的制约，国内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
处于准备阶段。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预算透明度组织的测量体系，实现财政透明度，必须
做到预算过程公开，而且财政信息经过独立机构的审核;显然，目前中国的财政管理制度，与这一要
求相比，相差甚远。客观测量财政透明度，尚存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因而，本文测试主观感知的方
法，测量公务支出透明度(PET)，以取代模糊、含混的客观测量方法。公务人员日常在各类监管体系
中开展工作，他们的感知数据，相对而言，更能准确地折射出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实际程度。
3． 政治控制
在既有的政治控制(PC)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监督体系中的
两项基本政治制度。预算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机构，监督政府的重要工具。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有权力审查行政机关的财政行为。在全面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体
系的改革背景下，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体
制体现。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在预算监督制度建设方面，只拥有整体通过权或整体否决权，“在法律上
没有就预算草案的部分内容提出修正案的权力”，③从而严重影响了人大预算审议能力的发挥。但
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大对预算的监督权却有所增长，不容忽视;林慕华和马骏的研究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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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层面，人大预算监督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并在许多环节和许多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
的进步。而且，一些地方人大已经积极地采取行动来加强预算监督。一方面，许多地方人大开始主
动地在预算过程各个阶段加强监督行动，不少地方人大正逐渐向实质性监督转型。”①基于理性预
期，人民代表大会，必将对政府机构的公务消费支出行为，产生一定的压力。因而，本项研究将人民
代表大会对公务消费的监管功能，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到分析之中。
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所谓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
原则、强调理性交往和参与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
通过理性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力图通过各种形式的协商，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吸纳人民群
众参与国家各个层级的公共管理活动，集思广益，为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建立广泛的民意基础。中
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人民政策的提案制度，已经成为各级政协参与国家
治理，强化民主监督、规范和约束权力的重要制度形式。规范公务消费支出，作为当下国家治理的重
要目标，人民政协理当有所作为。因而，本项研究将其作为重要控制变量，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
4． 规则约束
现代社会对规则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传统权威的式微，以及陌生个体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增强，
需要大量规则协调利益冲突，以实现公众的共和。“在一个由相互依赖的个人构成的社会中，规制可
以而且也常常被发觉能够增进自由。”③非规范性地公务消费，同公众的公共利益，存在持久的冲突。
基于人性的贪婪，简单地依赖政治信仰和道德自觉，势必难以治理公务消费支出居高不下，违规消
费，屡禁不止的顽疾。为规范公务消费支出的非理性行为，相关行为主体强化了规则控制体系:在技
术控制层面，明确要求将“公务消费支出”纳入财政预算和决算工作，为公务消费总额设立前置性限
制。在支出管理方面，新规则要求在预算编制中，将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分开列出，明确公务消
费的标准，并积极推动公车改革，从源头上减少公务消费支出的随意性。在监督机制方面，为解决以
往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工作，因缺乏有效监督而引发的恣意行政问题;高层要求公务接待活动必须，定
期汇总本部门国内公务接待情况，报同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备
案。亦有地方政府，要求下级政府逐年降低公务消费支出。
然而，规则之治，未必有效。“规则是通过自利的参与者讨价还价的谈判达成。此类谈判的结果
被经济组织的研究者们看作是一组明确或含糊的契约”④由于既有控制公务消费的规则，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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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糊性;加之此类规则的实施，主要是由行政控制体系实现的，控制和掌握行政体系的官僚成员，
很可能利用其自由裁量权，致使规则失去应有的效力。因而，作为复变量的规则约束(ＲL) 效果，亟
须经验数据的检验。
5． 法律制裁
依法治国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作为国内治理体系
中，最具有领导力量的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早已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途径。“党领导人民制定
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①尽管在贯彻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还部分存在执法不
言，以言代法的现象。但是，整个国家的法治化水平，业已取得了突出的效果。
依法治国具体到公务支出领域，体现在公务支出法律责任构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
开条例》中，关于公开责任和主动公开范围的规定，对行政机关的支出行为，业以确立了相应的基础;
修订于 2014 年的《预算法》，更是着力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
督，作为立法目的。公务消费支出，作为预算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受此法律规定的约束和节
制。在《预算法》关于法律责任的条文中，第十章的第 93 条之第 1、3、4、5 条款，明确规定:“未将所有
政府收入和支出列入预算或者虚列收入和支出的;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应当上缴国库的预算收
入的;违反本法规定，改变预算支出用途的擅自改变上级政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途的”，“对负有直
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②从而明确了对违规使用
预算资金的处罚责任。本研究假设这一法律制裁(LP)措施，将进入公务人员的决策函数，从而影响
其决策行为。
6． 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PS)作为规范公务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避开行政体系，监管不足的顽疾。
而且，可以发挥公众监督主体，分布广泛、监管覆盖面广的特点，从而对不当公务消费支出，实施更为
全面和主动的监管。由于群众监督多半借由向媒体曝光的形式，予以实现的。因此之故，基于当代
媒体发展的特征，我们将其分解为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监督。官方媒体监督，无疑，受到体系内管理
规则的诸多限制，经常停留在事后通报状态;然而，互联网背景下自媒体监督的兴起，则很大程度上
约束了公务人员，极大增强了公众监督的权威。此外，由于公共部门的内部成员，具有获得真实内情
和充足的信息的便利条件，本项研究亦将其视为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我们从官媒监督、
自媒体监督和公务人员内部举报三个分项目，检验社会监督的实际效果。
7． 个体属性变量
毋庸置疑，调查对象的主观认知必将受到个体属性的制约，从而会影响其对各类策略效果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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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因此之故，本项研究基于理性判断，选择工作年限和单位行政级别，作为个体属性( IC) 变量，将
其纳入到分析模型之中。其中，工作年限为调查对象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实际工作时间，以年为计量
单位。本项研究认为，工作年限越长，越有机会获得实施公务消费信息公开之前的隐形“福利”，越能
体验到该项政策的治理效果。单位行政级别，则为调查对象所在工作单位的行政级别。由于本项研
究问卷调查的对象，多在省级以下的公务部门工作，特将其单位行政级别划分为 4 级，并行政级别的
高低，分别赋值如下:科级(赋值为 1)，处级(赋值为 2)，厅级(赋值为 3)，省部级(赋值为 4)。本项
研究认为，单位行政级别越高，越有机会获取变相公务支出的隐形“福利”。因而，如果实施公务消费
信息公开的治理效果显著，则公务人员所在单位级别越高，越能感知到公务消费支出的控制效果。
( 三) 数据情况
本文实证研究的数据，为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问卷调查的目的，在于获得现职公
务人员，对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政策效果的评价，以及各类规制手段的实际效力。问卷调查的对象为
在读的 MPA 学员。由于 MPA 学员在政府部门，至少拥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且受到过良好的本
科教育，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属于安东尼·唐斯所指的“攀登型”公务员，对政策和制度规定，相对
比较敏感。因而，以之作为调查对象，有利于调查目标的实现。为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选取了广
东、海南、湖南、福建、贵州、江苏等 6 个省份、7 所高校的 MPA 学生，作为问卷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的
范围，涵盖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以东、中部为主。研究者共发放问卷 560 份，回收 542 份，其
中有效问卷为 515 份。在 515 份有效问卷中，就样本的性别分布而言，男性占 43． 5%，女性占
56． 5% ;就样本的年龄分布而言，30 岁以下年龄段所占比例为 54． 5%，31 岁至 40 岁的占 33． 4%，41
岁至 50 岁的占 1． 9%，50 岁以上的样本仅 1 人，所占比例为 0． 2% ;就样布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而言，来自东部地区的占 70． 5%，中部地区的占 28%，西部地区的仅占 1． 6%。
四、研究发现
( 一) 分析变量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的内容为各个分析变量的，单变量统计分析结果。其中，规则成效的平均值为 3． 52，相对于
最大值为 5 的效果设定标准，现行控制公务消费支出各类措施，成效显著;同时，这一数据的方差，仅
为 0． 771，表明在对政策效果的认知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公务人员个体之间，不存在较大的差
异。调查对象的平均工作年限接近 7 年，表明调查对象在公共部门，具有长期工作的经验，其对公务
消费支出控制政策效果的认知评价，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
在相关的政策控制变量中，八项规定的政策效果平均值为 4． 41，接近最大赋值 5，不仅在所有政
策变量中，拥有最大的平均值;而且，在所有政策控制变量中为最小，方差为 0． 479。表明该项政策，
不仅治理效果明显，而且共识度最高，实属比较理想的状态。相对而言，人大约束和政协监督两项政
治控制机制效果，在调查对象之间，则存在较大的分歧，方差分别为 1． 075 和 1． 221。形成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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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行政辖区之间的地方政治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致使两种控制机制的实际效
果，存在较大的差别;从而对来自不同区域的公务人员，产生不同的认知影响。表中的数据现实，在
所有控制机制中，政协监督的控制效果最差，其次是人大监督。人大约束的控制效果，均值为 3． 23，
政协监督的控制效果，均值为 3． 07。这一测量数据，不仅符合人大监督权威，大于政协监督的理性预
期的政治常识。而且，符合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人大和政协监督羸弱，难以切实有效监督行政部门
的现实情况，再度折射出本项研究数据的可信性。同时，这一实证数据，表明在规范公务支出方面，
人大和政协监督，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表 1 分析变量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极小值 极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规则成效 1 5 3． 52 ． 878 ． 771
工作年限 1 27 6． 86 4． 126 17． 020
单位行政级别 1 5 1． 87 ． 832 ． 692
八项规定 1 5 4． 41 ． 692 ． 479
人大约束 1 5 3． 23 1． 037 1． 075
政协监督 1 5 3． 07 1． 105 1． 221
预算制度 1 5 3． 73 ． 930 ． 865
公务卡结算 1 5 3． 63 ． 951 ． 904
信息公开 1 5 3． 75 ． 970 ． 941
纪检监督 1 5 4． 01 ． 852 ． 725
普通群众举报 1 5 3． 90 ． 914 ． 836
新媒体监督 1 5 4． 18 ． 790 ． 624
审计压力 1 5 3． 89 ． 881 ． 776
内部人员举报 1 5 3． 33 1． 009 1． 018
国库统一支付 1 5 3． 60 ． 938 ． 879
会计规则 1 5 3． 77 ． 913 ． 834
法律制裁 1 5 3． 91 ． 959 ． 920
上级政府压力 1 5 3． 70 ． 933 ． 870
明确消费标准 1 5 4． 00 ． 864 ． 747
思想教育 1 5 3． 28 1． 111 1． 235
单位强化管理 1 5 3． 67 1． 034 1． 070
责任追究机制 1 5 3． 75 1． 003 1． 006
官媒曝光 1 5 4 ． 844 ．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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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教育、单位强化管理和责任追究机制的政策效果，其方差分别为
1． 235，1． 070 和 1． 006。相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方差值较大，表明这些控制机制，在不同的地域和单
位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思想教育控制机制的方差 1． 235，为所有规范机制中的最大值，而
其效用均值为 3． 28，处于较低水平。显然，这表明思想教育功能的控制绩效不佳，愈来愈多的公务人
员，开始质疑其实际功能。这一研究结果，启示政策设计者，理应注重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质性的控制
机制;单纯依赖思想教育，已难以获得管理对象的认同。
表 2 公务消费支出控制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与模式摘要
注: p ＜ 0． 5，表示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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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回归分析模型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公务消费支出控制的政策效果，是多种政策结果的影响。公
务消费信息公开政策，是否起到应有的政策效果，亟需采用更为科学的分析策略，控制其他变量的实
际影响。因而，本项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同步回归技术，借助 SPSS 软件的计算功能，以合理测
量公务消费的实际效果，并获得了如表 2 所示的分析结果。由于各个变量之间，可能出现共线性问
题，表格还汇总了各个变量的容忍值和 VIF 的值，以消除其不当影响。然而，表中的相关数据所示，
进入回归模型的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信性较高。
表 2 的相关数据显示，回归模型的效果明显(F(22，492) = 2． 369，p = ． 000)，具有显著的统计效
应。但是，整个模型的解释力较差，为 0． 096，整个模型仅能解释依变量的 10%，调整后的为 0． 055，
这一数据表明，仍有较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未能纳入到分析模型之中。研究者认为，这些变量可能为
公务人员所在单位的预算额度，或预算外可以用于公务支出的资金来源。至于这一判断，是否属实，
则尚需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探究。然而，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在于构建一个具有高度解释力
的模型，而是测量各个政策变量的显著性程度。因而，模型的解释力较差，并不影响本文研究目标的
实现。
在纳入到分析模型中的众多解释变量中，公务消费信息公开，这一提升财政透明度的重要解释
变量，其 Beta 系数为 0． 077，t(492) = 1． 358，p = 0． 175，未能达到显著性水平。其对公务消费支出的
控制性效果，没有明显的解释力。这表明在公务人员的主观世界中，信息公开政策，并未成为其行动
的主要约束函数，该项政策的实际拘束力有限。本该有力约束公务支出行为的信息公开政策，效果
乏力的原因，可能是现行公开政策的内在缺陷所致，亦可能是该项政策，尚未获得审计监督等治理机
制的支持或配合有关。至于究竟是何种复杂的机制，致使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现行政策，不能有效
地制约公务支出行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认。于此，不再赘述。
在分析模型纳入的众多解释变量中，仅有“八项规定”和法律制裁两项政策，对控制公务消费支
出政策效果的解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其中，“八项规定”的 Beta 系数为为 0． 115，t(492)为 2． 397，
p = 0． 017;法律制裁的 Beta 系数为 0． 115，t(492) 为 2． 030，p = 0． 043;在二者之中，又以八项规定的
显著性最强。这一数据揭示出，在真实的行政环境中，八项规定的政策影响力，明显大于相关法律制
裁的约束力，这亦与表 1 中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相契合，再度彰显了本项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
后，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八项规定”和法律制裁两项政策的共性，在于其均具有一定的惩罚性措施。
研究者认为这一重要特征，可能是其政策效力，最为重要的力量之源。其政策启发意义在于:包括信
息公开在内的各项规范政策，理应设立权威条款。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必须实施具有一定威慑力
度地惩罚。此外，“八项规定”政策，是由执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负责实施的，具有较强的政治权威，
由其执行的政策，具有显著的效果，较为符合国内的现实情况。这启示政策设计者，公务消费信息公
开政策效果的提升，亟需引入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引入具有实际权威的政策行动者。如果条件许可，
可以考虑将纪检部门作为信息公开政策的主要监督主体。毕竟，契约没有刀剑，等于一纸空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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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权威，如何令行禁止?
五、结束语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财政透明度作为一种“善治”标准，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影响力
日渐隆盛。诸多国家均将以其为目标的，财政透明度准则和预算透明度实践，奉为提升财政制度建
设和国家行政改革的圭皋。为控制和规范公务消费支出行为，我国高层治理者，明确要求将公务消
费支出行为，纳入到预算控制的框架之下，并须公诸于众。这一政策设计的初衷，在于推行权力运行
公开化、规范化，兑现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政治承诺。这一颇具现代意义的制
度实践，不仅顺应了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遵循了国际政治发展潮流，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
体现。国内的学术研究者，紧密跟踪这一政策实践，围绕着如何提升财政透明度，如何测量财政透明
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诸多理论研究者，仍然简单地赋予了财政透明度过高的治理功能和政
治价值。
然而，在国际范围内，伴随着对财政透明度效应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理论研究，开始质疑其
可能被夸大的治理功能。相关经验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功能的发挥，需要其他治理机制配合，更有
学者指出财政透明度是一个国家政府治理质量的外在体现，而非重要原因。这一学术发展动向，还
未引起国内学人充分的重视，遑论政策实践者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经验研究，提醒国内学人和国
家治理者，关注财政透明度治理功能的限度，以及其对其他制度环境的深度依赖。本文的经验数据
分析显示，尽管国家的公务支出行为控制措施，成效显著;但在这一治理成效，绝非公务消费预算信
息公开行为之功。个中原因，除却制度效力的发挥，需要时间沉淀以实现累计效应外。最为重要的
原因，可能在于公务消费预算信息公开，尚未达到财政透明度的基本条件，尽管其以财政透明度的话
语出现。而且，研究认为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如果只是行政机构自我发布数据的独角戏，不愿意引
入有效的外部监督，则其制度效力，必然难以实现。
本文的经验数据表明，许多旨在规范行政权力运作的制度实践，如预算约束、人大和政协的监督
功能，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制度质量的负面影响，显然制约了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功能的发挥。值
得注意的是，通过回归分析显著性检验的“八项规定”和“法律制裁”策略，均对违规行为设有明确的
惩罚性措施。这一重要的研究性发现，启示国家治理者，不能将制度绩效的实现，悬置在理念的倡导
至上。在细化规范性规则的同时，亟需引入有威慑力的惩罚性的机制，才能强化信息公开的制度权
威。国家设立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的目的，在于规范和控制公务消费行为。然而，上述经验数据
分析表明，孤立的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并不能起到预期的制约和控制功能。钱穆先生在分析中
国历代政治的得失时，指出“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于推行，绝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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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①，显然，公务消费信息公开行为，若不能有
效地嵌入到既有的治理机制之中，致使其缺乏必要的制约，势必沦为一种符号性政策，削减其影响
力，从而难以发挥其根本的治理功能。为提升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的治理绩效，必须在完善其自
身规范的同时，建构协同治理机制，凸显和强化其约束功能。
为控制和规范公务消费支出行为，国家治理者明确要求将公务消费支出行为，纳入到预算控制
的框架之下，并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将其公诸于众。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推行权力运行公开
化、规范化，兑现党和政府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政治承诺。这一颇具现代意义
的制度实践，不仅顺应了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顺应国际政治发展潮流，建设责任政府的重
要体现。然而，国内外的政治实践表明，简单地赋予信息公开过高的治理功能和政治价值，忽视其实
际功效，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遮蔽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功能的发
挥，需要其它治理机制的协同和配合。本文的经验数据分析表明，尽管政府的公务支出行为控制措
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绝非备受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推崇的信息公开制度之功，而是作为党纪
约束的“八项规定”和相关法律制裁因素的影响。为提升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的实际功效，除却细
化公开规则，增设惩戒性条款外，必须改变其由行政机构自我发布数据的，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的制度
现状，引入审计监督，强化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力度，实现制度协同，以提升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的
质量，降低行政机构自由裁量空间，才能发挥其规范和控制功能。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关于公务消费治理效果的测量，是以公务人员的主观感知为基础的，
缺乏客观的衡量政策效果的指标，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其次，本文的研究样本尽管数量
可观，但是从样本的数据分布来看，中西部的样本偏少，亦可能扭曲研究结果。因而，在未来的研究
中，首先，如何客观地衡量公务消费预算信息公开水平，乃至财政透明度，对政府治理的实际影响，是
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研究方向。其次，深入研究财政透明度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探索如何
在未来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为提升财政透明度治理效应，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亦是一个颇具引
力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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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onsumption Budget Information Disclosing Policy，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Construciton，
An Empirical Ｒesearch Based on the Public Servant＇s
Perception Measurement
Li Xue
Abstract: Irrational public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have burdened the taxpayer and squeezed the
quotas of government fund to provide public services，which has been a thorny issue of building clear gov-
ernment as well as reduced the government credits grossly． In order to norm the public consumption ex-
penditure behavior，the state has initiated many policies including the public consumption information dis-
closing regulation． However，this policy＇s effective is an open problem，which is need to further research．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due to the confidence level of government corresponding data is not good，
this research employe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s main analytical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actual ef-
fective of public consumption information disclosing policy． The research finds show that the public con-
sumption information disclosing policy ＇s effective has not surpassed the significant level，and the corre-
sponding legal punishment provisions，as well as“Eight Ｒegulations”，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of pub-
lic consumption controlling policy effectives． In the future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we have to construct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based on detailing the rule，add up the punishing clause and pay atten-
tion to the function of auditing sector，People＇s Congress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Key words: public consumption;information disclosin;policy effective;assessment;perception meas-
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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